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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来自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孙博文 郑世林*

:本文研究了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其内在机制。
研究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具有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生产全过程控制

视角下,规制通过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发挥作用,源头预防环节,
显著抑制了SO2 及CO2 产生,但未通过 “激进式减产”渠道发挥作用;过程

控制环节,通过改善能源利用效率、激发 “波特效应”、发挥资源再配置效应起

效;末端治理环节,通过增加脱硫设备数量、提升设备脱硫能力促进SO2 处

置。结论具有异质性特征,还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政策效应及行业差异。
:环境规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清洁生产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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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十四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环境治理将从重点关注减污进入以 “降碳”
为重点、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时期。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大都来自化石

能源燃烧利用,具有同根、同源、同过程的属性 (IPCC,1995),这使得减污和降碳路

径具有高度的协同性。通过出台单一或者组合能源政策如能源税收和补贴 (Maoetal.,

2013、2014)、碳税及碳排放许可证 (BarkerandRosendahl,2001)、能源结构调整

(Jiangetal.,2020)及能源系统优化 (Wangetal.,2020)等,或者同时结合气候与空

气污染治理政策多类环境规制工具,开展政策组合优化 (Liuetal.,2022),是促进

CO2 和NOX、SO2 和PM2.5污染物协同减排的重要途径。然而,已有研究还存在诸多待

拓展之处,研究方法上,大都基于复杂结构模型讨论有关政策减污和降碳场景模拟

(Qianetal.,2021),仅少数学者采用简约模型 (如DID)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

碳协同效应 (陆敏等,2022;叶芳羽等,2022),且未对多时点DID方法的异质性处理

效应 (Bakeretal.,2022)问题进行处理。另外,机制讨论缺乏生产全过程控制视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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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理论上,除能源利用这一直接渠道外,环境规制可能通过激发绿色创新 “波特效

应”(PorterandVanderLinde,1995)、提升生产率 (JaffeandPalmer,1997)、优化

资源配置效率 (Wangetal.,2020)、促进污染设备投资与改造升级 (万攀兵等,2021)
等生产过程控制及末端治理机制,促进企业减污降碳协同控制。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属于典型的生产全过程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 (Giannettietal.,
2020),兼具生产与环境政策的双重属性,与强调 “先污染、后治理”末端治理相比,
更加侧重于 “防治结合、综合治理”以及绿色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要求,清洁生产政策设计初衷是 “节能、降耗、减污、增效”。

202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多部门印发 《“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
也要求通过全面推进清洁生产,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但是,既有清洁生产政策效果

评估研究中,大都聚焦于经济绩效评估,证实了其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Faderetal.,
2018)、节能 (Chirambo,2018)、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于亚卓等,2021)、促进绿色技

术进步 (Laurentetal.,2019)、利润改善 (龙小宁和万威,2017)、产品质量升级 (高
翔和何欢浪,2021)等方面的作用,对环境效应评估不足,遑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讨

论。鉴于此,本文将首次开展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并对 “源头

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各个环节起效的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可能有以下创新:①研究视角上,基于生产全过程控制视角,系统评估清洁生

产标准实施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对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等渠道进行理论

分析和实证检验。②研究方法上,已有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的相关研究大都采用结构

模型开展模拟分析,存在系统性内生估计偏误。本文另辟蹊径,采用多时点DID方法,
在同一政策框架下讨论减污降碳协同问题,并基于多种前沿方法对其潜在异质性处理效

应进行处理,使得结论更加稳健可靠。③研究机制上,微观上分析企业生产、能源利

用、效率改进、波特效应、企业动态进退以及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的机制,宏观上则基于

MelitzandPolanec(2015)动态分解法检验行业资源再配置的作用渠道,多维度打开清

洁生产政策作用 “机制黑箱”。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与数

据描述;第四部分给出基准结果;第五和第六部分为机制分析与异质性结果;最后为研

究结论与启示。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

(一)政策背景

自2002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以来,中国清洁

生产规制的法理基础、审核程序、工作机制与技术标准不断完善。2003年后,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陆续出台实施 《清洁生产审核办法》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程序的规定》和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实施指南 (试行)》等。聚焦重

点行业领域,生态环境部分批出台实施了56项针对具体行业的清洁生产标准①,涉及钢

① 详见生态环境部官网: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qjscbz/,访问时间:2022年

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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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电解铝业、纺织业、造纸业、水泥行业等高污染、高耗

能行业,要求从生产全过程对企业生产工艺与装备优化升级、资源能源高效利用、产品

生产和环境管理、废物回收利用等各环节进行污染物及有毒有害物质控制。生态环境部

主导出台的清洁生产标准是对具体清洁生产强制性审核的细化,聚焦新改扩建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和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并且清洁生产标准各指标几乎都有一个明确的

标准,因此使得规制更加具有针对性,且更难以规避 (龙小宁和万威,2017)。这为评

估清洁生产环境目标实现提供了政策执行依据。

(二)理论机制

基于生产全过程控制视角,研究将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作用渠道划分为源头预防、过

程控制、末端治理三环节,并进一步探讨其微观作用机制 (图1)。在宽松假定CO2排放量=
CO2产生量 下,限于数据,对CO2处理量 的 “负碳”机制讨论不在本研究范畴。

图1 清洁生产政策作用机制

源头预防环节,包括:①减产渠道。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为了满足清洁生产规制要

求,可能选择通过短期被动削减产量这一 “激进式减产”的渠道应对清洁生产强制性审

核。②通过发挥能源节约效应,降低能源消费总量,直接减少SO2 和CO2 产生。③通

过提高清洁能源利用,促进企业能源利用结构清洁化转型。
过程控制环节,包括:①能源效率。通过降低能耗强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间接

促进减污降碳,能源效率改善可能源于中性技术进步或有偏技术进步 (Acemoglu,

2002)。②波特效应。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促进技术进

步,发挥绿色技术创新 “波特效应”促进减污降碳。③资源再配置效应。环境规制会对

不同污染密集型或不同效率企业产生非对称影响,影响资源再配置 (TombeandWinter,

2015):一是集约边际效应,表现为促进不同污染程度、不同效率企业之间资源再配置;
二是拓展边际效应,表现为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动态行为,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进入

以及加剧其退出市场。然而,效率改善可能促进企业增产,通过能源回弹效应 (Brännl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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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l.,2007)而降低环境绩效。
末端治理环节,聚焦分析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SO2处理量 的影响。清洁生产政策通过

奖优罚劣措施,激励企业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升级污染处理设备、提高污染处理能力

(图1中虚线部分:提高SO2→减污效应),促进增加SO2 处置。

三、研 究 设 计

(一)模型设计

研究以生态环境部历年实施的清洁生产标准作为准自然实验,考虑到标准实施多时

点渐进特征,参照Bakeretal. (2022)构造多时点DID模型如下:

lnSO2,ijkt=β0+β1cpsit+X'γ+ai+hj +λkt+eijkt, (1)

lnCO2,ijkt=α0+α1cpsit+X'γ+ai+hj +λkt+eijkt. (2)
模型 (1)和模型 (2)中,核心被解释变量为lnSO2,ijkt和lnCO2,ijkt,分别表示地区

k行业j企业i在t年的SO2 和CO2 排放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清洁生产标准实施cpsit。

X 为控制变量,为排除不随时间变动不可观测因素及宏观因素影响,还控制了企业固定

效应ai,四位数行业固定效应hj以及城市 年份交叉固定效应λkt,eijkt为残差扰动项。①

对于控制变量X,借鉴有关研究 (GreenstoneandHanna,2014;韩超等,2021;陈登

科,2020),选择企业年龄lnage (用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1后取对数表示),
企业所有制soe (国有企业为1,非国有企业为0),企业出口属性export (出口企业为

1,非出口企业为0)变量,以及滞后一期的企业规模lnscale (采用企业就业人数取对数

表示)和企业要素禀赋lnkl (使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取

对数来衡量)等。本文关注的核心是系数β1 和α1,存在四种情况 (情形I:β1>0,α1>
0;情形II:β1<0,α1>0;情形III:β1<0,α1<0;情形IV:β1>0,α1<0)。仅若出

现情形III且通过显著检验时,才认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显著存在。具体变量计算设定

方法如下:
核心被解释变量:①企业SO2 排放量lnSO2。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SO2

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污染指标,且在各类污染物中占据主导地位 (陈登科,2020;韩超

等,2021)。②企业直接碳排放量lnCO2。基于碳排放系数法对企业直接碳排放进行计

算,公式为:QCO2=∑
n

i=1KiEi 。其中,QCO2 表示企业CO2 排放量,Ei 为第i种能源的

能源消费量,Ki 为第i种能源的CO2 排放系数,能源标准煤折算系数与CO2 排放系数

来自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 2008)、《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
(发改办气候 〔2011〕1041号)等。

核心解释变量:清洁生产标准实施cpsit。以生态环境部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作为准自

然实验,若企业i在年份t及之后受清洁生产标准影响,则cpsit赋值为1,其他为0。为

提高政策评估精度,借鉴唐珏和封进 (2019)的做法,若清洁生产标准在t年的7月份

及之后实施,则定义cpsit+1 为1,若清洁生产标准在t年的7月份之前实施,定义cpsit

为1。由于部分清洁生产标准出台在四位数代码上有所重复,仅以标准的第一次实施为

① 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存在企业代码调整的情况,故同时控制企业及行业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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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经过筛选最终保留的34项制造业清洁生产标准,四位数代码、实施日期和政策起

效年份见表1。

表1 清洁生产标准四位数行业识别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四位数代码 实施日期 政策起效年份

1 HJ/T125 2003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2511 2003 06 01 2003

2 HJ/T126 2003 炼焦行业 2520 2003 06 01 2003

3 HJ/T127 2003 皮革鞣制加工 (猪、轻革) 1910 2003 06 01 2003

4 HJ/T183 2006 啤酒制造业 1522 2006 10 01 2007

5 HJ/T186 2006 甘蔗制糖业 1340 2006 10 01 2007

6 HJ/T184 2006 食用植物油工业 (豆油和豆粕) 1331 2006 10 01 2007

7 HJ/T185 2006 纺织业 (棉印染) 1712 2006 10 01 2007

8 HJ/T187 2006 电解铝业 3316 2006 10 01 2007

9 HJ/T188 2006 氮肥制造业 2621 2006 10 01 2007

10 HJ/T190 2006 基本化学原料制造业 (环氧乙烷/乙二醇) 2614 2006 10 01 2007

11 HJ/T189 2006 钢铁行业 3210/3220/3230/32402006 10 01 2007

12 HJ/T293 2006 汽车制造业 (涂装) 3460 2006 12 01 2007

13 HJ/T315 2006 人造板行业 (中密度纤维板) 2022 2007 02 01 2007

14 HJ/T316 2006 乳制品制造业 (纯牛乳及全脂乳粉) 1440 2007 02 01 2007

15 HJ/T317 2006 造纸工业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 2210 2007 02 01 2007

16 HJ/T357 2007 电解锰行业 3130/3150 2007 10 01 2008

17 HJ/T359 2007 化纤行业 (氨纶) 2829 2007 10 01 2008

18 HJ/T360 2007 彩色显象 (示)管生产 3969 2007 10 01 2008

19 HJ/T401 2007 烟草加工业 1610/1620/1690 2008 03 01 2008

20 HJ/T402 2007 白酒制造业 1521 2008 03 01 2008

21 HJ/T429 2008 化纤行业 (涤纶) 2822 2008 08 01 2009

22 HJ444 2008 味精工业 1461 2008 11 01 2009

23 HJ445 2008 淀粉工业 1391 2008 11 01 2009

24 HJ448 2008 制革工业 (牛轻革) 3652 2009 02 01 2009

25 HJ450 2008 印刷电路板制造业 4062 2009 02 01 2009

26 HJ447 2008 铅蓄电池工业 3940 2009 02 01 2009

27 HJ449 2008 合成革工业 2925 2009 02 01 2009

28 HJ450 2008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 3972 2009 02 01 2009

29 HJ452 2008 葡萄酒制造业 1524 2009 03 01 2009

30 HJ467 2009 水泥工业 3111 2009 07 01 2010

31 HJ474 2009 纯碱行业 2612 2009 10 01 2010

32 HJ512 2009 粗铅冶炼业 3312 2010 02 01 2010

33 HJ558 2010 铜冶炼业 3311 2010 05 01 2010

34 HJ581 2010 酒精制造业 1510 2010 09 01 2011

  注:本文的行业代码依据的是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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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的微观数据来自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

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宏观数据则来自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

鉴》。在数据的清洗中:首先,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而言,参考Brandtetal.(2012)

的方法对原始样本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删除核心指标缺失或为负、与一般会计准则

不符合、就业人数小于8的企业样本;以2002年行业代码 (GB/T4754 2002)为基准

统一调整;其次,企业的能源利用、污染排放、污染治理投入设备以及污染处理数据来

自企业污染数据库,数据库说明参见陈登科 (2020)的相关研究,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

据库覆盖主要污染源,在 “十五”期间统计了占污染负荷85%的工业企业,而在 “十一

五”期间统计了占地区排放85%以上的工业企业;再次,企业专利数据来自中国企业专

利数据库;最后,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将样本数据所在行业统一至 《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4754 2002),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插值填充,由于数据库中未对 “十
一五”期间火电行业污染排放数据进行统计,故而删除二位数为44的行业代码。对异

常值进行 Winsor缩尾1%处理。表2呈现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 实施清洁生产标准企业 未实施清洁生产标准企业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lnSO2 522929 8.104 4.022 56897 9.04 3.551 466032 7.99 4.06

lnCO2 670706 6.592 3.457 74198 7.88 3.187 596508 6.432 3.456

lnage 671894 2.237 0.55 74221 2.158 0.401 597673 2.247 0.565

soe 671894 0.0979 0.297 74221 0.0326 0.178 597673 0.106 0.308

export 419258 0.391 0.488 37231 0.399 0.49 382027 0.391 0.488

lnlabor 588030 5.492 1.137 70068 5.394 1.107 517962 5.505 1.14

lnkl 588030 5.385 1.135 70068 5.899 1.22 517962 5.315 1.105

图2和图3分别呈现了企业SO2 及CO2 排放量取对数变动趋势图。2003—2010年

间,与对照组SO2 排放波动上升趋势相比,处理组总体上表现出先迅速下降、后平稳下

降的特征,意味着可能具有降低SO2 排放的效果。同样,对于企业CO2 排放而言,处

理组平均排放水平同样始终高于对照组,清洁生产标准陆续出台实施之后,在政策作用

开始,处理组表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特征,对照组则相对平稳,这意味着清洁生产标准

实施可能具有降低碳排放的效果。另外,综合比较处理组与对照组均值差变动也发现,

2003年之后,SO2 及CO2 排放组间差距均呈缩小趋势,为两者平行变动趋势特征及清

洁生产政策效果提供了直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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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处理组与对照组二氧化硫排放变化

  

图3 处理组与对照组二氧化碳排放变化

四、实证结果讨论

(一)基准结果

表3报告了基准结果。列 (1)和列 (3)未加入控制变量,列 (2)和列 (4)呈现

了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列 (1)至列 (4)均对企业固定效应、四位数行业固定

效应及城市 年份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结果发现,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列 (2)和列

(4)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变量系数均显著为负,且系数绝对值及显著性有所变动,表明对有

关特征变量进行控制的必要性。具体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分别使企业SO2 和CO2 排放

量下降17.3%和5.9%,均通过1%显著水平检验,结论符合基准结果情形III(β1<0,

α1<0),即表现出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表3 基准回归

lnSO2 lnSO2 lnCO2 lnCO2

(1) (2) (3) (4)

cps -0.165*** -0.173*** -0.055*** -0.059***

(0.032) (0.032) (0.021) (0.021)

lnage 0.070*** 0.030***

(0.009) (0.006)

soe 0.074*** 0.025

(0.027) (0.017)

export 0.030* 0.019

(0.018) (0.011)

lnlabor 0.393*** 0.182***

(0.016) (0.010)

lnkl 0.173*** 0.079***

(0.013)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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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nSO2 lnSO2 lnCO2 lnCO2

(1) (2) (3) (4)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17796 317796 379607 379607

R-squared 0.855 0.856 0.879 0.879

  注:***、**、*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水平检验。括号内为聚类到四位数行业的稳健标准误。下文如

无特别说明,均纳入了控制变量、企业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城市 年份固定效应。下表同。

(二)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

基于事件分析法判断处理组与对照组平行趋势特征,模型如下:

lnSO2,ijkt=β0+ ∑
9

τ= -12
βτ ×treatij ×postτ +γX +ai+hj +λkt+eijkt, (3)

lnCO2,ijkt=α0+ ∑
9

τ= -12
ατ ×treatij ×postτ +γX +ai+hj +λkt+eijkt. (4)

模型 (3)和模型 (4)中βτ 和ατ 分别是指,与基期相比,处理组和对照组SO2 以

及CO2 排放量的差异。其中τ为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期数τ∈ [-12,9],为保持回归结

果简洁性,参考GreenstoneandHanna(2014)的做法,将τ∈ [-12,-5]进行归并

处理,在平行趋势图标记为-5期;另外,将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冲击之后τ∈ [5,9]合

并设定新虚拟变量 (图中为4+),以估计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第5期及之后的平均效应;
并且,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将-1期排除在外作为基期 (benchmark)。若相较于政

策冲击前基期样本βτ 和ατ 不显著异于零,则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图4和图5分别绘制了

95%置信区间内减污和降碳效应估计系数变动。发现与参照基准相比,清洁生产标准实

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SO2 和CO2 排放没有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图4 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影响二氧化硫

排放的平行趋势

图5 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影响二氧化碳

排放的平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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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分析

采取以下多种策略进行稳健性分析:一是克服样本选择问题。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企业存在迁移及行业代码调整问题 (Lietal.,2021)。除进一步控制两位数行业

固定效应外,还通过保留缩短时间窗口τ∈ [-3,3]排除企业迁移影响。二是确保政

策随机外生。在模型中控制可能影响清洁生产标准行业选择的因素。通过回归遴选,发

现影响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的前定变量Z2002包括政策实施前一年 (2002年)行业粉尘排

放、行业污水排放、行业平均工资、行业资产份额等变量,并在基准回归中控制Z2002与

年份的交叉项。三是排除其他政策干扰。为排除同时期相关政策影响,进一步控制 “十
一五”落后产能淘汰政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区域及流域限批

政策等因素。四是政策设定调整。参照Luetal. (2017)的研究,将政策冲击当年定义

为 (12-X+1)/12 (比如,标准1月份出台则设定为1,6月出台则设定为0.5。五是

控制行业因素影响。补充控制行业技术进步、三位数行业关税、产业政策以及行业集中

度等行业因素。六是考虑企业电耗间接碳排放的估计。基于2008—2011全国税收调查

数据库,补充了工业企业污染库的电力消费指标,并基于此计算了企业电耗间接碳排放

量和企业总碳排放量。发现清洁生产表现出显著的减污降碳 (直接碳排放)协同效应,
却未表现显著的减污降碳 (间接碳排放)协同效应。基于以上六种策略的结论总体

稳健。①

七是排除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影响。借鉴Lietal. (2016)的处理办法,根据清洁生

产政策变量的样本分布情况随机生成处理组,并重复进行了500次回归,通过绘制回归

系数变量系数估计值核密度曲线进行安慰剂检验。图6和图7分别绘制了 “伪”清洁生

产标准实施变量系数核密度曲线,发现核密度图与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均近乎重合,同

时500个系数均值分别为-0.00013和-0.0011,较为接近于0。而且,基准回归结果也

均位于核密度曲线 (估计)临界值阈值之外,显著不同于伪清洁生产政策变量得到的估

计系数,进一步佐证了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图6 影响二氧化硫排放安慰剂检验 图7 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安慰剂检验

① 稳健性估计结果见附录Ⅰ。篇幅所限,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https://
ceq.ccer.pku.edu.cn)下载。



第2期 孙博文、郑世林:环境规制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633  

八是多时点DID异质性处理效应处理。基于双向固定效应 (TWFE)估计的多时点

DID估计方法,可能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负权重问题,造成估计偏误 (DeChaisemartin

andDHaultfoeuille,2020;Goodman-Bacon,2021;Bakeretal.,2022;刘冲等,2022)。为

此,本研究计算并绘制了两类、五种解决方案下的多时点DID估计动态处理效应图。一

类是组别 时期处理效应加权平均法,代表学者有DeChaisemartinandDHaultfoeuille
(2020)、SunandAbraham (2021)以及CallawayandSantAnna (2021);另一种是两

步回归法,代表学者有Borusyaketal. (2021)。根据有关学者提供的代码,绘制了缓解

异质性处理效应后的估计量动态效应检验图,从图8和图9中不难发现,减污及降碳效

应估计量系数和显著性有所变动,但总体结论稳健。

图8 “减污”动态处理效应

图9 “降碳”动态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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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 制 分 析

(一)源头预防环节

表4中列 (1)和列 (2)中分别以SO2 产生量 (lnSO2_production)及CO2 产生量

(lnCO2)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系数均显著为负,源头预防效

果显著。分析具体机制发现:一是减产机制。列 (3)以企业产值取对数 (lny)为因变

量进行回归,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非但未显著降低企业产值,反而表现出增产效应,
这表明其未通过 “激进式减产”实现环境治理目标。二是能源利用机制。列 (4)和列

(5)分别以企业煤炭使用总量 (lncoal)和能源清洁化转型 (clean_stru)① 为被解释变

量。列 (4)显示,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并未显著降低企业煤炭消费总量,在以煤为主的

我国能源消费基本国情下,短期内企业煤炭利用主导的格局难以快速调整。列 (5)结

果显示,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也未能显著促进企业能源结构清洁化转型。

表4 源头预防机制

lnSO2_production lnCO2 lny lncoal clean_stru

(1) (2) (3) (4) (5)

cps -0.157*** -0.059*** 0.014* -0.013 0.185

(0.042) (0.021) (0.007) (0.021) (0.181)

Observations 257589 379607 394773 379736 281737

R-squared 0.855 0.879 0.937 0.899 0.385

(二)过程控制环节

1.能源效率与有偏技术进步

表5列 (1)以煤炭消耗强度 (lncoal_den)为被解释变量,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

显著降低了能耗强度、提高了企业能源效率。参照陈登科 (2020)的研究,从有偏技术

进步视角探讨能源效率提升机制。一方面,基于 OP法和LP法,测算企业两类全要素

生产率 (tfpop)和 (tfplp),借之衡量中性技术进步。列 (2)和列 (3)结果未支持

中性技术进步机制的存在。另一方面,构造能源偏向技术进步指标 (lnZK),等于企业

能源利用与资本之比取对数,以及劳动偏向技术进步指标 (lnZL),采用企业能源利用

与劳动要素之比取对数。列 (4)和列 (5)显示,不考虑要素价格情况下,仅能源偏向

性技术进步均存在。第三,考虑到企业投入要素比和有偏技术进步的关系与要素价格变

动相关 (Acemoglu,2002),进一步控制资本和劳动价格因素。资本价格因素方面,根

据聂辉华等 (2016)对于僵尸企业识别过程中的企业信贷补贴测算方法,构造了企业理

论应付利率 (ir1)和企业实际支付利率 (ir2)两个指标。劳动要素价格 (lnwage),
采用工人工资对数来表示。列 (6)至列 (8)控制资本及劳动价格等变量后,同样发现

仅能源偏向性技术进步机制显著,揭示了能源效率改善的技术进步来源。

① 采用洁净天然气转化标准煤与煤炭利用转化标准煤比值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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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能源效率及有偏技术进步机制

能源效率 中性技术进步
有偏技术进步

(不考虑要素价格)

有偏技术进步

(考虑要素价格)

lncoal_den tfpop tfplp lnZK lnZL lnZK lnZK lnZL

(1) (2) (3) (4) (5) (6) (7) (8)

cps -0.038*** -0.016 0.043 -0.008*** 0.012 -0.009*** -0.008*** 0.011

(0.003) (0.078) (0.053) (0.001) (0.008) (0.002) (0.002) (0.008)

ir1 0.058***

(0.011)

ir2 0.017**

(0.008)

lnwage 0.003

(0.003)

Observations 379736 385866 385866 394649 394649 309295 304269 394649

R-squared 0.730 0.969 0.904 0.837 0.907 0.846 0.847 0.907

2.波特效应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的绿色技术专利分类①,本文聚焦绿色低碳技术专

利 (齐绍洲等,2018),构造了能源节约类专利 (ec_total)、替代能源类专利 (alenergy_

total)、废弃物管理类专利 (waste_total)以及三者数量加总指标 (three_total)。鉴于

绿色专利的离散非负整数分布特征,采用负二项回归进行波特效应检验。表6报告了回

归结果。为排除总体专利增加的影响,一方面,列 (1)至列 (4)进一步控制了企业专

利授权总数,发现对企业绿色低碳专利总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波特效应显著,具体

地,也显著增加了能源节约类及废弃物管理类专利数量,但对替代能源类专利影响不显

著。另一方面,列 (5)至列 (8)分别构造了绿色专利占总专利占比变量,发现除替代

能源类专利占比外,政策对其他类别专利的影响系数同样显著为正。上述分析从不同类

别绿色专利数量及占比两个视角证实了波特效应的存在。

表6 波特效应

控制企业专利授权总数 绿色专利占总专利比率

three_total ec_total alenergy_total waste_total total_rate ec_rate al_rate wa_rate

(1) (2) (3) (4) (5) (6) (7) (8)

cps 0.122*** 0.082* -0.003 0.452*** 0.081** 0.048*** 0.001 0.002**

(0.047) (0.048) (0.243) (0.101) (0.041) (0.006) (0.002) (0.001)

Observations 324038 324038 415685 324038 387806 389515 488293 488293

PseudoR2 0.166 0.166 0.168 0.183 0.102 0.145 0.125 0.165

  注: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列 (1)至列 (4)进一步控制了企业专利授权总数变量。

① 依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绿色专利进行了七大分类:交通运输类、废弃物管理类、能源节约类、
替代能源生产类、行政监管与设计类、农林类和核电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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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再配置效应

借鉴 MelitzandPolanec(2015)加总企业生产率动态分解法,通过基于企业市场份

额计算行业SO2 和CO2 排放量加权平均值,进而对行业SO2 和CO2 排放量进行动态分

解,将四位数行业排放量按存活、进入和退出三种动态类型分解为:存活企业水平效

应、存活企业再配置效应、企业进入效应、企业退出效应。存活企业再配置效应也称集

约边际,企业进入和退出效应可称为拓展边际,两种效应统称为资源再配置效应 (高翔

和何欢浪,2021)。表7报告了分解效应检验结果。根据PanelA可知,减污效应中,资

源再配置效应显著,主要源于存活企业再配置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根据PanelB,降

碳效应中,资源再配置效应也显著,主要来自存活企业再配置效应。

表7 资源再配置效应

资源再配置效应 存活企业再配置效应 企业进入效应 企业退出效应

(1) (2) (3) (4)

PanelA:SO2 排放分解

cps -0.061*** -0.065*** -0.012 -0.032*

(0.018) (0.013) (0.016) (0.017)

Observations 5448 11083 6639 7004

R-squared 0.010 0.049 0.008 0.004

PanelB:CO2 排放分解

cps -0.018* -0.075*** -0.046 0.022

(0.011) (0.013) (0.039) (0.029)

Observations 5448 11098 6639 7004

R-squared 0.023 0.014 0.009 0.008

  注:控制行业及地区 年份固定效应。

表8报告了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微观检验结果。通过设定企业进入 (entry)和企业退

出 (exit)、企业市场份额变动dsaleit=saleit-saleit-1
①等三个被解释变量,以及企业效

率 (htfp)哑变量 (基于LP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若高于中位数则定义为高效率

企业,反之为低效率企业)、行业污染属性哑变量 (pollution50)等两个调节变量,考

察政策实施对不同效率、污染水平企业的进入、退出及企业间资源流动的影响。根据列

(1)和列 (2),交叉项cps×pollution50和cps×htfp 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
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显著抑制了高污染企业进入市场,且对高效率企业进入有显著吸引作

用。列 (3)和列 (4)中,交叉项cps×pollution50和cps×htfp 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

显著为负,清洁生产政策显著促进了高污染企业退出市场,且对高效率企业退出有抑制

作用。列 (5)和列 (6)发现,交叉项cps×htfp 系数显著为正,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促

使企业资源从低效率企业到高效率企业流动,提高了高效率企业市场份额,但未发现市

场份额从高污染企业流向低污染企业的证据。

① 企业市场份额等于当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当年四位数行业总和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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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资源再配置微观机制检验

entry entry exit exit dshare dshare

(1) (2) (3) (4) (5) (6)

cps×pollution50 -0.012** 0.013** 0.000

(0.005) (0.006) (0.000)

cps×htfp 0.012*** -0.010*** 0.001**

(0.003) (0.004) (0.000)

cps -0.012** -0.027*** -0.001 0.017*** -0.001** 0.000

(0.005) (0.003) (0.005) (0.003) (0.000) (0.000)

pollution50 0.003 0.006* -0.000

(0.003) (0.003) (0.000)

htfp -0.028*** -0.002* 0.000**

(0.001) (0.001) (0.000)

Observations 386839 394824 386636 394621 386839 394824

R-squared 0.361 0.366 0.336 0.335 0.638 0.634

(三)末端治理环节

表9报告了末端治理机制检验结果。列 (1)至列 (3)分别以SO2 处理率 (dispose_

rate)、企业脱硫设备数取对数 (lngas_equip_s)、废气脱硫设备单位能力 (单位:kg/时)
取对数 (lngas_ability_s)为被解释变量。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显著提高了

SO2 处理率,在末端治理环节促进减污效应发挥。并且,列 (2)和列 (3)显示,清洁

生产标准实施显著实现了企业脱硫设备数量和设备脱硫能力的 “双提升”,双管齐下促

进了SO2 处置。

表9 末端治理

dispose_rate lngas_equip_s lngas_ability_s

(1) (2) (3)

cps 0.020*** 0.034*** 0.107***

(0.004) (0.010) (0.039)

Observations 52074 145404 144348

R-squared 0.932 0.799 0.756

六、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分析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的非对称政策效果以及行业、企业所有制和企业规模

异质性发现①:首先,非对称政策效果方面,不同污染排放水平的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反

应行为有所不同,与低污染企业相比,高污染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其

① 限于篇幅,异质性回归结果及讨论见附录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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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行业异质性方面,图10显示,生态环境部出台实施的清洁生产标准效果突出,促

进了大多数行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控制 (情形Ⅲ),以及促进部分行业实现减污或降碳

(情形Ⅱ和情形Ⅳ),仅有少数行业减污降碳效应都不存在 (情形Ⅰ)。再次,企业所有

制异质性方面,与非国企相比,国企的波特效应和进入效应更强,但退出效应更弱,国

企具有所有制优势,使得其能够获得更多的优惠信贷资源支持,促进扩大绿色技术投

资,波特效应更显著,另外,国企在地方 “父爱主义”偏袒下,即便成为僵尸企业也难

以直接退出市场 (聂辉华等,2016)。最后,企业规模异质性方面,大规模企业表现出

更强的能源效率提升效应、更强的企业进入效应、更弱的企业退出效应,且资源要素显

著流向规模较小的企业、资源再配置效应显著。工业企业能源使用存在明显的规模经

济,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才能负担得起固定成本较高的先进技术设备 (陈钊和陈乔伊,

2019),而且由于规模效应和合规成本异质性的存在,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提高了规模较

大企业利润 (龙小宁和万威,2017),这可能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强环境治理。

图10 分行业减污降碳系数矩阵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具有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基于生产全过程控制视

角,其通过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等环节发挥作用。源头预防环节,清洁生产

规制显著降低了SO2 和CO2 产生量,但未通过 “激进式减产”渠道发挥作用,也未显

著降低企业能源消费量及促进能源清洁化转型;过程控制环节,显著降低了能耗强度、
提升了能源利用效率,且能源效率改善来源于有偏技术进步,还通过发挥绿色创新 “波
特效应”、影响企业进入退出、促进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等微观机制发挥作用,宏观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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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配置效应也得以证实;末端治理环节,通过增加脱硫设备数量、提升设备脱硫能

力促进SO2 处置。结论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政策效应以及异质性特征,高污染行业减污降

碳协同控制效果更好,不同行业结论存在明显差异,并且,结论在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

小企业中更明显。
针对具体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优化清洁生产标准体系,加强重点行业清

洁生产规制执行。聚焦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这一任务要求,优化清洁生产标准体系,提高

清洁生产标准覆盖范围,加强政策执行,强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二是加强对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紧扣环境污染的关键行业,从源头

预防、过程控制及末端治理的全过程控制视角,突破食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等重点行业环境治理堵点

和难点。聚焦污染物与碳排放的关键环节,针对能源资源材料利用、生产过程效率、清

洁生产技术创新等环节,制定差异化的减污降碳协同推进政策,推行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分类管理模式,探索在缓解末端处置成本压力的同时,协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三

是推进企业能源清洁低碳化改造,促进能源利用清洁化转型。在以煤为主的能源利用国

情下,需从传统能源清洁化改造以及加大清洁能源利用两个方面补齐短板。四是健全清

洁生产审核信息公开制度。强化清洁生产监督,推动建立审核企业名单信息,评估、验

收信息 “双公开”制度,尤其要加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信息,尤其是群众比较

关心的有毒有害 “双有”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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